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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试论东周时期的都城与同期希腊典型城市的规划布局

张 文 硕

　 　 摘　 要：东周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处在同期的希腊城邦时代是其文明的鼎盛之时。 在城市规划布局和

建设上，东周的王城和主要诸侯国都城、希腊城邦的典型城市均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时代性，体现在城市选址的精

要、王权和神权的交织、防御功能的强化、功能区规划的完善实用等方面。 双方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备许

多人类认知的相同相似之处，又因地域相隔遥远，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背景及不同民族发展之间的差别等因素，
在城市布局上显现出共性与差异并存、各自特征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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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８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００ 年左右，在北纬 ３０
度上下，东西方两个主要文明分别出现了文化和思

想上的腾飞，人类在这一时期真正开始构建属于自

己的东西方文明。 中国此时正处于东周时期，是社

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希腊于公元前 ７５０ 年左右

开启有史时代，到公元前 ３２３ 年，是希腊文明发展最

重要的阶段。 东周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不断衰落，大
国争霸的局面愈趋显现，作为一国统治中心的都城

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地理等多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类型和规划布局均具时代

特色的都城模式。 希腊城邦时期是其文化发展与城

市建设的黄金时期，城市模式较前序时代有明显变

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建筑类型。 东周时期

的主要都城与希腊城邦典型城市的比较研究，是城

市史学的跨文明研究课题，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为

薄弱，本文试图在此方面略做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周都城与同期希腊典型城市

王朝都城和主要诸侯国都城规模大、规格高，是

东周时期城市建设的集中代表。 这里选择东周王

城、郑韩故城、曲阜鲁城、临淄故城、楚都纪南城、中
山灵寿城、燕下都、赵都邯郸等遗址，作为与古希腊

典型城市对比研究的主要对象。 处在同期的希腊城

邦典型城市也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雅典、
斯巴达、普里恩、奥林索斯、比雷埃弗斯、米利都、叙
拉古、科林斯和萨索斯等。

１．东周时期的都城

中国古代城市分城区和郭区两个范围，一般来

说，城、宫城、内城、小城等大致为同一概念，而郭则

有郭城、外城、大城之称。 因内城多属宫殿区，往往

被称作宫城，广义的宫城为内城，包含了与宫室有关

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建筑；狭义的宫城则

是指用垣墙围起的宫殿区主体建筑的大型院落［１］ 。
这里所指的宫城，皆取其广义，或称内城。 东周都城

的兴建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春秋早期至战

国中期（公元前 ７７１ 年—公元前 ３８０ 年左右）和战

国中晚期（公元前 ３８０ 年左右—公元前 ２２１ 年），建
城思想和城市布局发生了一定转变。

第一阶段， 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 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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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布局特征为宫城多居中，如东周王城、曲阜鲁

城、楚都纪南城等，都属此时期。
东周王城在春秋时期为单一宫城制，至战国时

期发展为内宫外郭制。 东周王城西、南两侧临河，宫
殿区位于城址的西南部，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作坊

区集中于城址西北角，粮仓位于南城墙北边，为战国

遗存。 墓葬分布于城址中部、北部及涧河西岸，大型

墓发现于王城东北约 １０ 公里处①。
曲阜鲁国故城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 北墙和西墙外有洙水，南墙和东墙外有

护城壕与洙水相连。 城内共发现东西向及南北向道

路各 ５ 条，分别连接城门与重要建筑。 宫城位于城

址中部偏北的高地，手工业作坊区散布于宫城外的

北、西、南三面及城外东北部。 居住区散布于城内

东、西、北部靠近城门和大道处。 墓葬区位于城内西

北部和西南部②。
楚都纪南城呈长方形，面积约 １６００ 万平方米。

城西部、北部和东部有山脉环绕，西部临沮漳河，东
墙外邻湖泊，四面皆有城墙，外设护城壕。 城内共探

明相互交汇的古河道 ４ 条，宫城位于城内东南部中

心，手工业区位于城内东部，居住区位于城内西、北
部，墓葬多分布于城周数十公里的范围内③。

第二阶段，战国中晚期。 这一时期城址布局出

现了宫城与郭城分开的现象，有的是两城东西并置，
如韩国故城、燕下都、中山灵寿城；有的是两城分离，
如田齐临淄、赵都邯郸。

韩国故城建于公元前 ３７５ 年，为西宫东郭制。
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面积约 １６００ 万平方米，
东西侧被黄水河与双洎河环绕，城外有壕沟。 中部

的南北向隔墙将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 宫城位于

郭城外西部，宫殿区基址多分布于宫城中部和北部，
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区、居住区和仓窖多分布在东

城内。 高级贵族墓区多分布于城外④。
燕下都建于公元前 ３６１ 年，为西宫东郭制。 城

址略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为 ３２００ 万平方米。
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俗称“运粮河”），其东

侧有与河道平行的城垣，二者将燕下都分成东、西两

城。 东城为都城的主体，西城为防御性的附郭城，两
城四面有围墙，外环绕河道或城壕。 宫城位于郭城

外东部，宫殿区位于宫城内东北部，主体宫殿建筑位

于宫殿区最南端，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区多分布于

东城，居民区分布于东城南部、东南部以及西城的东

南部。 墓葬区分布于东城西北隅和西城中部⑤。
灵寿城约于公元前 ３８０ 年建成，为东宫西郭制。

城址平面形状不规整，依地势修筑曲折城墙，总面积

约 １８００ 万平方米。 北面靠山、南面临河，东、西两侧

均有自然河沟，地势呈现“山在邑中”的形式。 城址

分为东、西两部分，两城之间利用南北向夯土城墙隔

开。 宫城位于郭城外东部，宫殿区主要集中于宫城

东北及南部，宫殿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区位于东城

内，居住区主要位于西城王陵区内、西城南部和东城

手工业作坊区东南角［２］ 。
田齐临淄于公元前 ３７９ 年前后形成宫、城分离

的格局，为西宫东郭制，总面积约 ２０００ 万平方米。
城址东临淄河、西依系水。 城址现存大、小两城，小
城为宫城，位于大城外西南隅，宫殿区居于其中，宫
殿为高台建筑。 大城、小城均分布有手工业区，墓葬

遍布城外四周［３］ 。
赵都邯郸建于公元前 ３８６ 年，为西宫东郭制，面

积超过 １７００ 万平方米，由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

分组成。 赵王城为宫城，由西、东、北三城构成，呈品

字形布局。 王城内主要的宫殿区位于西城中部偏

南，宫殿为高台建筑，其他两城也皆有宫殿区。 手工

业区与居住区大多分布在“大北城”内，城西北 １５
公里有赵王陵园，贵族墓地位于城西北，一般墓葬区

位于城西⑥。
２．希腊城邦典型城市

希腊从公元前 ８ 世纪起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

形态———“城邦制”。 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城
市居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

在政治上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在经济和

文化上相互往来，在军事上时有联盟时有对峙。 城

邦通常包含中心城市和围绕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区

域，其中，中心城市是城邦发展的核心区域，具有绝

对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它容纳着一定数

量从事非农业的聚居人口，同时是城邦生产生活和

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这一时期兴建起许多典型城

市，其形制、布局和发展内涵或相同或不同，与东周

时期的都城有着一定的对比意义。
希腊城邦时期的城市格局可分为两种形制：

“卫城—市集（ａｇｏｒａ）”中心制和“市集”中心制。 以

公元前 ４８０ 年前后为界，典型城市的发展可分为古

风和古典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形制的城市均有发展

或有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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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古风时期（公元前 ７５０ 年—公元前

４８０ 年）。 这一阶段覆盖城邦建立和发展的前期阶

段，“卫城—市集”中心制城市的典型特征是初步形

成以卫城为宗教中心、以市集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

城市格局。 此类城市多位于希腊本土及爱琴海周

边、西西里地区，城市地貌特征多为背山面海，且城

址内多有较高山峰，城市均具有一定高差。 典型城

市包含雅典、阿克拉加斯、萨索斯、科林斯、德雷罗

斯、希梅拉、底比斯等。
古风时期的雅典城址坐落于一个群山环绕的盆

地，南侧为海岸线。 公元前 ８ 世纪，宗教和政治中心

位于城市中部的卫城（ 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ｓ），在它南部的山脚

下形成最早期的居民点。 公元前 ７ 世纪之前，卫城

有城墙，其中央建造过大型建筑，公园前 ６ 世纪修建

了下城城墙。 古风早期的市集处于卫城东北部，后
逐渐转移至城市西北部的阿罗帕戈斯山的北侧山脚

下，形成最初的城市政治和经济中心，卫城也逐渐向

单纯的宗教中心转变。 主要商业和手工业区位于市

集周边和凯拉米科斯，居住区散布于城中。 城市有

两个港口⑦。
阿克拉加斯建于公元前 ５８２ 年—公元前 ５８０

年，北、东、南三面被山脊环绕，城市下方有两河汇

聚。 城址坐落在平行于大海的“东南—西北”走向

山脉之间凹陷的低坡高原上，一条天然山脊结合城

墙形成城市的防御工事，城墙内面积为 ６２５ 万平方

米。 卫城位于城址北端的制高点雅典娜山，是城市

的宗教中心。 南部下城分为“上市集”和“下市集”，
分布着重要的神庙和公共建筑。 住宅区围绕卫城及

市集分布，墓地位于城市卫城及市集以外的区域。
城市有海港⑧。

萨索斯位于萨索斯岛（希腊最北端的主要岛

屿）的东北角，公元前 ５２０ 年—公元前 ５００ 年建立起

防御性围墙，将城市空间整个纳入其中。 城址南高

北低，北部临海，利用自然地形形成梯形台地，分为

两个主要的区域，即上城和下城。 上城围绕卫城组

建，决定了聚落的格局和主要街道的方向。 下城围

绕市集发展，市集位于城市西北部台地，分布有重要

圣所和公共建筑。 两个居住区分别靠近市集中的两

座神庙发展。 城市有两个港口⑨。
科林斯位于希腊中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的

科林西亚，科林斯地峡的入海口附近，公元前 ５ 世纪

前后建立城墙，城市面积 ６００—７００ 万平方米。 城址

分为上、下两城，上城阿克罗科林斯是城市的卫城，
为一座天然堡垒，也是城市最早的防御工事。 下城

围绕市集发展，公元前 ７ 世纪，建造有神庙建筑和公

共建筑。 公元前 ５ 世纪前后，下城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 城市有两个港口［４］ 。
“市集”中心制的城市有一部分于这一时期建

城，表现为早期的初具网格布局，虽有人为规划因

素，但形态上并不十分严整。 此类城市多出现于希

腊本土和西部殖民地，后续建设多在原有格局上发

展，如叙拉古和阿尔戈斯。 且城址内多有较高山峰，
具有一定高差。

叙拉古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东南角，于公元

前 ７３４ 或公元前 ７３３ 年建立城市。 城址紧邻爱奥尼

亚海的锡拉丘兹湾，建在一急剧上升的高地上，海拔

约为 ２０００ 米。 一条南北大道是城市的主动脉，连接

主要圣地，城市规划具备早期起源式的正交布局形

式，为早期城市规划的范例。 城市无卫城，重要的宗

教建筑位于奥提吉亚岛（一条狭窄的地峡将城市与

其相连），城市还有几处重要的城外圣地。 最早期

的公墓位于城市东部，之后环绕城市建设［５］ 。
第二阶段，古典时期（公元前 ４７９ 年左右—公

元前 ３２３ 年）。 这一阶段覆盖城邦发展的鼎盛时

期，两种城制的城市均有较大发展。
“卫城—市集”中心制的城市大多在这一时期

进行重建、改建或扩建，为建城的高峰期。 城市格局

进一步发展，各种类型的建筑不断增多，城市空间也

日益复杂和多元。 这类城市大多位于希腊本土，完
好保留了固有的传统规划方式，仅在城市的局部设

计中对不规则市集及卫城区域进行改造和发展，其
中最典型的是雅典公共市集区域的改建和卫城的重

建，另外科林斯、底比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古典时期的雅典，在原址上重建城市，公元前 ４

世纪城市外围多出一道环形围墙和护城河，将整个

下城区域围合起来，面积扩大到 ３０５ 万平方米。 重

建后的卫城进入全盛时期，由几座重要的神圣建筑

构成，分别是山门、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广
场上的雅典娜青铜雕像及阿耳忒弥斯圣区。 重建后

的市集开发了北部、西部和南部区域，增加了新的公

共建筑形式（柱廊）。 城市的主干道为连接主要城

门、市集和卫城的帕纳辛奈科斯大道。 主要商业和

手工业区位于市集周边和凯拉米科斯，居住区散布

于城中。 比雷埃弗斯港发展为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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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市集”中心制城市在这一时期得到进

一步发展，如叙拉古和阿尔戈斯。 公元前 ５ 世纪之

后出现的“市集”中心制的城市，开始出现严谨有组

织的城市规划，采用“正交网格”布局，限定出整齐

的路网和街道系统，使希腊城市几乎所有的古老元

素适应这一刚性框架，并在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

现对建筑各种可能性的探索，这类城址多集中于小

亚细亚、土耳其和马其顿地区，在希腊本土也有出

现，米利都、雷埃弗斯、普里恩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城

市。
阿尔戈斯于公元前 ５ 世纪进入建城高峰期，这

一时期的遗址位于两座高低不一的山丘之上，南部

的拉里萨 （ Ｌａｒｉｓａ） 悬崖高 ２９０ 米，北部的德拉斯

（Ｄｅｉｒａｓ）山丘高约 ９０ 米，两座山丘均被防御性城墙

环绕。 城市沿着拉里萨（Ｌａｒｉｓａ）山南侧逐渐扩大，
市集位于古老剧院下方的低洼区域，包含主要圣所

和公共建筑。 居住区以城市主要大道为轴线进行组

织⑩。
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的米里西亚半岛最北端，

城市在古风时期围绕卫城发展，后遭废弃，于公元前

４７９ 年重建新城，定居的重点区域转移到海港附近。
新城进行了正交网格规划，将整个城区划分为 ４００
个街区，东北向和西南向各有一条主街。 以南、北两

个市集为城市中心的公共空间，呈曲尺带状分布，将
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割为三个独立的片区。 城市

有不少于 ４ 个的港口。
比雷埃弗斯位于阿提卡半岛中部平原的西南、

西北部，公元前 ５ 世纪中叶由希波达姆斯重新设计

整体规划，形成网格格局，发展为港口城市。 新城具

有方格网式布局，平面结构和功能空间的划分完全

依照城市的功能需求确定，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

中心市集广场安置在经过规划的特定区域内，各个

区域板块间彼此相通，在各区布局相应的建筑群，并
以界石划定边界。 城市有 ３ 个天然港口。

二、东周都城和希腊典型城市的
规划布局

　 　 东周都城和希腊典型城市在各自的建城史上，
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各自文明

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

段，具备许多人类认知的相同相似之处。 又由于地

域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背景和民族发展历程

的差异，导致城市布局差别大于共性。 由于篇幅所

限，下面从城市发展建设要素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几个方面略作探讨。
１．选址与城市形态

城市的选址对其规划布局及长远发展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力，东周和古希腊城市的选址，既有共性特

征，也有个性化差异。
首先，看东周时期的城市。 东周都城的位置选

择具备“依山傍水”和“位居要地”的特点。 东周都

城的建城位置大都选择临河台地，或依岸而建，或距

河流不远，这种临水筑城的方式不仅能有效解决城

市供水，还能提供便利交通，同时河流亦可作为天然

屏障起到防御作用［６］ 。 有些都城还会利用二水交

汇处的台地建城，至少一侧有山峦盘踞，形成披山带

河的格局。 《管子·乘马》中对这样选址建城的优

势总结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

上；高 毋 近 旱， 而 水 用 足； 下 毋 近 水， 而 沟 防

省。” ［７］８３先秦时期，先民们认为河流水系与国家

（国都）的政治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和城市

所依靠的河流一旦枯竭就有亡国的危险。 《史记·
周本纪》就言：“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

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 夫国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８］ 这也解释了东周

城市、尤其是王朝和大国都城的选址都特别注重与

水系关系的原因，以至有的城市为了适应临水台地

的地形而选择“城郭不必中规矩” ［７］８３，郑韩故城、
中山国灵寿城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依地势而建的

不规则都城。 自春秋中叶以来，由于封建经济因素

的滋长，兼并战争的发展，更加重视利用天然河流航

运之利以发展城市经济，同时又凭借河流天险加固

城防［９］ ，因此依水筑城的都城位置经营模式就显得

尤为重要。
同时，东周建城讲究“因天材，就地利”，善于利

用交通冲要和险要地势的优越地理条件［１０］ ，或依

托较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城市选址，都城还要讲究

“择中而立” “位居要地”这一位置布局特点。 如王

城洛阳既是东周王畿地区的中心，占据“河山拱戴，
形胜甲于天下”之势，又符合择中建都的定都理念，
是控制区域的中心位置，乃“天下之中”。 再如郑韩

故城地理位置处于其统治区的要地，“周道”联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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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往来。 晋都新田位于西南地区的十字路口，是
十分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

另外，东周主要都城的整体平面多呈不甚规则

的矩形，地势起伏相对较小。 究其原因，或许东周时

期城市的建设主旨起初应是追求方正规矩的矩

形，但上文提到“因天材，就地利”也是此时经营

城市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在追求矩形的同时又照

顾到自然地形的变化，局部顺应地形而建，整体上就

形成了近矩形或不规则矩形的形态。 城内地势往往

略有起伏，但通常没有非常剧烈的变化，整体相对较

缓，能够为城市具体建设提供较好的基地条件。
其次，看希腊城市。 从目前材料来看，希腊城邦

时代中心城市的建城位置大多选择在背山面海的缓

坡平原和高地平台上，抑或临河的内陆平原或高原

地区，它们特点不一，有些沿海而建，有些位于内陆

平原属农耕体系，但以沿海岸城市居多。 希腊境内

少大江大河、降雨稀少，择城位置大多是富含丰富的

地下泉水或山泉的地点。 这种位置选择，虽然在地

理形态上与东周不同，但二者利用自然地势和水资

源的思路却是相近的。
大多数希腊城址需有至少一座较高的山峰，作

为其早期面向陆地的防御堡垒，有些逐渐发展成为

卫城，如雅典。 有些则逐渐形成一侧或多侧的天然

防御屏障，如科林斯、萨索斯等城。 这种靠山临水筑

城的方式，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天然的防御工事，还
便于城市开展海上通商及贸易活动，对海上军事力

量的增强也起到积极作用。 少数位于内陆的城市主

要依靠农业生产维系经济发展，多选取土地相对肥

沃的平原地区，周围环绕大山作为城防工事，城市附

近大多有河流作为防御屏障，这与东周城市建城理

念接近。
城邦时期的城市由于选址和地势差异，呈现出

多样的形态，并无统一制式。 各个城市的整体平面

多为不规则形，偶尔出现较为规则的形状，如希梅拉

和普里恩均为近缺角矩形，萨索斯近梯形，但这些城

市形状并不是预先规划的。 希腊城市的建城理念多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城址均依地势而建，城墙的建造

沿地形起伏和战略需要划定，即便是在正交网格规

划布局的城市中，城墙的划定也是自由多变的，某些

城市中还会出现相当大的高差，且部分城市起伏较

大，如叙拉古位于急剧上升的高地，普利恩南北高差

达 ３８０ 米，这与大多数城址背山面海的选址原则不

无关系，这种剧烈的地势变化也会影响城市形状的

形成。
２．城市的防御功能

东周时期的都城往往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大
多数城市建有必要的防御设施，以大规模环形城墙

为主，辅以外围防线。 有些还结合自然屏障或城市

周边的军事堡垒、军事重镇等设立预警系统，构成理

想的防御体系。 建造城墙的基本原因，都是以防御

为出发点，城墙基本都包含以下要素：城门、塔楼或

角楼、垛口等，有些城市的城墙还辅以护城河或护城

壕。 建造技术的发展方面，工艺水平、战略技巧都随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逐渐出现复杂的结构和

设施，且使用坚固的建筑材料。 有学者指出，东周城

市的防御特点表现为防御设施规模大，构建相对稳

固，军事防御能力提高，防御设施种类多样化、复杂

化且建造技术有了较大突破等［１１］ 。
古希腊与东周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地形地

貌不尽相同，但其注重城市军事防御的建城理念与

东周都城十分相像。 在城邦繁盛时期之前，城市中

的主要防御堡垒是卫城，至多向外延伸出中等规模

的外垒。 到了古典时期，城市的防御工事被环形城

墙所取代，城墙多包含大型城垣及其附属的城门、瓮
城、塔楼、城垛等，有些城市城墙还带有护城河或城

壕。 规划建造时往往利用最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材

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摒弃之前带有卫城的城区而

选择新的区域建城。 某些城市会利用有利地形条件

形成的天然卫城堡垒，作为城市环形城墙的一部分，
如普里恩。 还有一些城市由于某个方位地形险峻，
成为天然屏障，便可不修建城墙，如阿克拉加斯。

３．功能区的分布

在城市规划中，东周主要都城显现出以宫殿和

宗庙区为核心的城市模式，而希腊城邦中心城市则

凸显出以神庙和公共建筑为主体的城市形态。
东周主要都城的功能区有宫殿区、祭祀区、墓葬

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仓窖区等，有的城市还发

现有“市”。 这些功能区事关整个城市政治文化发

展与生产生活，通过把各个功能区的用地合理组织、
统筹安排，实现城市的有效运转。 其中，宫殿和宗庙

区多为城市的政治核心，形式上表现为居于中心或

一隅，多数区域至战国时期都有围墙，并逐渐独立于

郭城之外，成为都城的统治中心。 其他功能区围绕

宫城布局，或位于郭城中的相应位置。 例如东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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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市西南部，墓葬区有城内墓葬区

和城外墓葬区之分，城内外均有王陵区以及中小型

墓葬。 仓窖区位于宫殿区的东部，手工业作坊区主

要分布于王城北部一带［１２］ 。
再如郑韩故城，郑国的宫殿区在西城中北部，宗

庙与社稷在东城内。 韩国的宫室和宗庙均设置在西

城内。 郑国贵族墓葬区置于城内，韩国王陵级墓均

设在郊外，城内外都有一些家族墓地［１３］ 。 郑韩故

城从整体上看西城是政治活动区，东城是经济活动

区。 郑国和韩国的仓窖区在东城西南部一带，手工

业作坊区在东城内，只有个别作坊位于西城或城外。
临淄故城的小城应是田齐宫殿区之所在，姜齐

王陵在大城内东北部，田齐王陵在城外东南，大城南

部也有贵族墓葬区，而大城临近城墙处分布有战国

时期的国人墓葬。 临淄故城的小城内有中央官府的

手工业作坊区，冶铁在东、西部，铸铜和铸币在南部。
大城内广泛分布居民区，中部、西北部、东南部和东

北部都有手工业作坊，城内中部有“市” ［３］５３９－５４４。
以上所论表明，东周主要都城的宫殿区和墓葬

区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 宫殿区采取“王宫

居中” ［１４］ “择国之中而立宫” ［１５］的制度，都城整体

上遵循着“宫室居中”的布局原则，但其位置并非一

定要拘泥于城市中心点，还会考虑具体位置、是否适

合统治者居住、是否便于都城管理等因素做适当调

整。 因此宫殿区的具体位置并没有形成统一定式，
但综合来看，宫殿区多位于城内地势较高之处，宫殿

往往为高台建筑［１６］ 。 祭祀区的设置往往和宫殿区

的宗庙关系密切。 墓葬区在城内城外均有，但王陵

区主要在城外较远处择地势而建，与平民墓葬的墓

区相分离。 城市中的仓窖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

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仓窖区既有如东周王

城设置在宫殿区内，也有远离宫殿区的。 居民区则

分散于城内宫殿区以外的地方，有些则与手工业作

坊区相结合。 手工业作坊区多位于城内，有时与平

民居住区和墓葬区杂处。
希腊城邦时代典型城市的功能区主要包含宗教

祭祀区、行政活动区、商业活动区、文化活动区、手工

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港口区等，通过对这些区

域的有效组织，将整个城市的政治、宗教生活和经济

生产统筹联系在一起。 大部分的城市中，这些区域

在各个城市中的位置和分布有共性也有差异。 例如

雅典主要宗教祭祀区位于卫城，一部分神庙位于市

集周边和城外郊区。 墓葬区一部分位于城墙外的外

凯拉米科斯区，另一部分位于法勒伦港口。 行政区

位于整个城市的西北部，处于市集广场及周边。 城

市中最宽的道路为彭特利克大道，宽度达七米多，连
接行政活动区和卫城。 商业活动一部分位于市集中

部，另一部分则集中在城墙内的凯拉米科斯区。 文

化活动区分散于城市边缘，居民区并无固定位置，住
宅区见缝插针安排在公共建筑的空隙之中，住宅中

设置有家庭手工业作坊、窖藏区和临街商铺。 两个

港口区位于城市的西南方海岸。
叙拉古古风时期主要的宗教祭祀区位于奥蒂吉

亚岛、城郊的阿纳波斯河以西区域以及埃皮波莱高

原的东北郊区。 最早的墓葬区位于城市东部和北

部，之后的墓葬区环绕城市延伸至泰切圣地，古典时

期又向外围延伸。 古典时期行政和商业活动区集中

于奥蒂吉亚岛。 文化活动区位于阿赫拉迪纳的郊区

特米内茨以及那不勒斯的郊区。 古典时期的居住区

环绕城市建造，覆盖了古风时期的大片墓地。 两个

港口区分别位于城市东边和西边。
米利都新城中主要的宗教祭祀区位于南市集的

西侧，另有一部分在巡游大道的北端，迪迪玛的阿波

罗神庙位于城郊。 行政区和主要的商业活动区位于

新城中部的带状区域，分布于南北两市集中。 文化

活动区位于南市集以西的狮子港北岸。 其他区域几

乎都为居住区，被中心的公共空间分成了东北、中部

和西南三块，以统一的方格网状布局。 有 ４ 个港口，
围绕半岛分布。

以上所论表明，希腊城邦时代的典型城市中，卫
城或市集附近的圣所是核心的宗教空间，设置有最

主要的神庙和祭坛，另有一些宗教建筑会位于城市

中不同区域、城墙外部或城市近郊。 其他重要的政

治和商业活动以市集为中心展开，形成了新宗教中

心与新市民中心的结合。 文化活动空间往往会置于

距离行政和祭祀区较远的位置，并且在城市中的分

布并无统一制式。 居民区多见缝插针安置在城市空

隙中，无标准形制，在后期正交网格布局的城市中，
对住宅区进行了系统规划，呈现规整的形制，但它们

的共同点是建制简陋，多与手工业作坊和商铺结合。
大多数的墓葬都设于城墙外部及海岸附近。 许多城

市都有港口。
综上，在功能区的规划布局上，东周都城注重体

现王权的中心地位，大多数功能区围绕宫城展开，其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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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功能区的分布讲究城市生活的便捷实用，将仓窖

区、祭祀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用于商品交易

的市设置于指定区域。 而希腊城市中各种功能区的

分布，除体现出宗教祭祀的广泛影响以外，各个空间

布局相对自由，并无太多约束。

三、东周和希腊城市的比较分析

东周时期的中国与城邦时期的希腊分别在各自

的地域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并奠定了后世东

西方文明形态的基石。 这两大文明在地域上相隔遥

远，基于各自的文明路径相对独立发展，两者之间的

内核与外在形态既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又显示出

诸多不同的特点。 在城市建设上，东周是中国古代

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阶段，它在继承

商周（西周）社会的基础上，迎来了社会大变革的时

代，建城充分体现出这种变革性和创新性；而希腊的

城市建设同样奠定了西方后世城市形态的基础。
第一，建城主导思想和理念方面。 平王东迁以

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周
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逐步下降。 尽管如此，在宗法

制与分封制的双重作用下，东周前期王权的作用和

影响力还能够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王城的建设，
“天下之中”理念的实施，宫殿区、宗庙区、墓葬区的

定位等，都能显现出周天子王权的延续。 “礼制”是
周人治国的重要精神，方方面面都要守“礼”，在城

市建设方面也有所规定，《考工记》所记载的建城理

念可以作为理解西周、春秋时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

要文献。 虽然在东周的城市中未发现完全符合《考
工记》所描述的都城规制的城市案例，但其对城市

等级、规模及模数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国之前

城市建设中礼制的重要性，体现出城市规模与该城

统治者的身份等级象征的关系。 随着诸侯兴起，大
国争霸局面形成，在“诸侯力政”下，主要诸侯国都

城已开始越过此规制，并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违

规扩张，文献中对扩大规模违制建城现象的记载也

屡见不鲜。 然而，尽管礼制观念开始更新，各国在都

城营建中亦体现出王城的建都思想。
古希腊城邦文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宗教活动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表达方面都有明显痕迹。 前序的

黑暗时代，希腊全境由若干小国组成，其权力的代表

是作为统治者的君王，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为国王的

宫殿和一些必要的堡垒。 随着共和制城邦的建立和

发展，君权逐渐为神权所取代，最重要的建筑形式转

变为城邦守护神的神庙。 这一时期的神庙继承了古

代宫殿的某些特征，同时具有满足宗教活动的必要

特点，如外圈的柱廊围合出的过渡空间用以形成一

定的活动场地，同时在视觉和空间上形成室内外的

过渡区域，神圣建筑群的布局也体现出宗教仪式相

关的活动轨迹及内涵。 不仅如此，城市出现新的政

治活动中心，即市集，重要的公共政治建筑几乎都建

于此，向所有城市居民开放。
所以，在东周都城建设中，贯穿着“礼”和“礼

制”精神，非常重视“天下之中”的理念，目的是突出

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随着以宗法制和分封

制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逐渐衰落以及各个诸侯国的

兴起，“礼崩乐坏”现象愈加频繁，宫城逐渐脱离开

郭城单独存在，城市建筑布局逐步由以宗庙为中心

转为以朝堂和宗庙并重方面发展。 希腊的典型城市

建设上，随着城邦制的发展，神权的影响力逐步扩

大，各个城邦都有相应的守护神及其庙宇盛行，它们

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活动的中

心。 在信仰神灵的同时，古希腊人同时承认人的伟

大和崇高，将人的智慧和力量投射于现实世界的生

活之中，不但造就了人神同形同性的宗教特点，也在

城市建设中体现出以市集为核心的公共政治活动的

盛行，城邦制度与积极向上的个人主义相互依存、互
为条件，这对于维护城邦奴隶主贵族体制政治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军事方面，东周时期诸侯并起、列国相

争、战乱频仍、兼并不断，随时有灭国之忧。 各国均

十分重视都城建设中军事防御功能的强化，不惜动

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和各种设施。
列国为寻求自保，都必须建造坚固的城池，设立较好

的城市防御体系，从而达到维护城市安全的目的。
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筑城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尤其是大版筑等筑城技术以及城垣防御方法与技能

的推广，列国纷纷掌握了建造大规模的城垣、城壕等

各类防御设施的技术，加之人口的不断增多，用来投

入防御建设的人力资源也更加丰富，因此城市防御

体系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 遂成为这一时期都城建

设的一个特色并延及后世。
希腊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卫城是早期重要的防

御性堡垒，到了城邦高度发达的时期，它的作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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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变成城墙上具有防御功能的一部分或仅作为城

市内部的堡垒存在。 因此，在城市的防御工事演变

过程中，卫城的主要功能逐渐演化为对宗教作为主

体的城市居民生活与艺术表达的物化载体，而真正

的城市防御体系则被环形城墙取代。 在许多城邦时

代的城市基址中，城墙都是保存得相对完好的遗存，
建造城墙所用的砖石都经过了精心加工和组装。 亚

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的防御体系时曾说卫城适用于

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意指卫城的防御功能对于国

王、寡头和僭主而言，已经能够满足对内防止暴乱、
对外抵御外侵的作用。

东周与希腊相比，城市的防御和保护功能是相

同的，对城市的稳固、持续和久远以及在安定政权、
保障民心向背乃至在列国争斗或抵御外敌中立于不

败之地等方面的作用也很一致。
第三，经济及城市功能方面，东周以后随着铁器

的普遍使用与推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封建生产关

系逐渐确立，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战国中期，
形成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之势。 在此前提下，用于

都城建设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各国都城规

模宏大，城内纷纷设“市”，商品交易活跃，其经济功

能益发凸显出来。 在经济和技术的推动下，城市功

能更加完善，成为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人口大量增加，带动了都城的繁荣与稳定。
城邦时期的殖民运动对希腊的经济产生了极为

深远的影响，加强和拓展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促使手

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促进了商品贸易范围和

品类的扩大。 在主要城邦的中心城市中，市集及其

周边都建立有丰富的手工业活动区和商业活动区，
商品交易频繁。 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逐渐形成，如
建筑业、矿产采集业及制陶业等，其中，建筑业的发

达主要体现在市政建筑的兴建。 同时，商业也促进

了海上运输条件的改善，古希腊人利用对海上航线

的控制，建立了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

结构，也确立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地位［１７］ ，表现为在

港口建立大型船篷、开通运河、建立海岸设施等，这
也是许多希腊城市择良港而建的重要原因。 城际之

间的“互市”贸易频繁，当时的雅典、米利都、科林斯

等城，都是互市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这种贸易的

往来一方面繁荣了经济，另一方面也有效促进了文

化的交流，表现在城市发展和建筑形式上，呈现出建

筑艺术和技术的有效传播与融合。

就东周都城与希腊城邦典型城市在此方面的比

较而言，城市的经济作用都更加突出，各种功能更加

齐全，聚集效应更加明显。
第四，东周时期的都城，既有对此前历史的延

续，不少都城是在西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有因时

因势，在此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应运而生，和以往都城

已经有所不同，其规划布局均体现出都城发展的创

新性。 另外，东周时期的都城建设，为秦统一中国后

的历代王朝都城建设提供了样板和借鉴，不少王朝

的都城建设，都参考了东周时期的建都思想、理念、
规划、布局、模式等。

古代希腊文明是一种融合的文明，多民族的混

合造就了多样化的文化风格和技术体系，体现在城

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呈现出多种文化风格、多种

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的特征。 这些特征对此后希腊城

市发展和文明进程同样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因此，东周时期与希腊城邦时期的都城规划布

局模式在各自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均有重要地位，
意义重大，影响至深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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